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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从 “断裂”走向整合的过程中，汉唐故

事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唐统治的嘉谟善政，在五代十国政治场域中不断地被讲

述和效法。在政治宣传和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统治者追溯汉唐帝王或名臣为远

祖，表明五代十国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呈现出有别于 “天命营造型”和

“成王败寇型”的 “历史溯源型”时代特色。五代十国的制度重建，借由对汉

唐旧例的仿效与因袭，以期实现政策的延续和统治的稳定。时人将汉唐治理形

塑为理想政治的典范，突出强调其中的德政、仁义、文治等意义，将再续汉唐

一统的治世确立为施政的方向。摆脱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认识

框架，深入到政治运行的内在精神和理念层面，是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新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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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和连续，是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要维度，学术界对此多
从文明兴衰、政权更替、统治体制的胡汉之别等层面展开讨论，考古学家则着眼于
寻找中国历史 “不断裂”的相关 “物证”，既有的研究渐趋多元和深入。① 围绕中国
历史 “断裂和连续”在不同时空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丰富内涵与复杂原因，学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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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宋代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研究”（１９ＢＺＳ０２４）阶段性
成果。
相关研究如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美术、神话与祭
祀》，郭净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楼劲： 《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
系———兼论 “宋承唐制”说之兴》，《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杨念群：《“断裂”
还是 “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 《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关于 “历史连续性”的解释，参见阎步克： 《常态、变态与回
归》，《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序言”。



过不同时期的案例和侧面予以多维解读，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前沿议题。①

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研究中国历史演进中 “断裂和连续”问题的一个
有效切入点。从 “断裂和连续”角度来观察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一方面，传统的观点基于五代十国政治上的分裂割据，视之为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 “断裂”。如欧阳修等对此段历史予以 “僭窃交兴”② 的评价，近
现代以来钱穆、范文澜等将此称为中国历史上的 “黑暗时代”或 “大分裂时代”。③

另一方面，王赓武等认为 “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有着很强的连续性”；④ “在唐宋之
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其间产生若干积极因素，推动历史继续进

步。⑤ 还有学者称，五代十国时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是中国历史从破坏、杂
糅走向整合的时期。⑥ 新近的研究直接将五代十国称为 “过渡性的时代”。⑦ 这一认
识突出强调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 “连续”演进中的重要意义，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如上研究，反映出学术界对五代十国历史复杂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此引发我们
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在五代十国之时如何实现从 “断裂”走向整合？这一时期历史

的连续性是靠什么维系的？回溯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在五代十国时期，汉唐故
事作为政治分裂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唐统治是中国古代治世的典范，其文治武功、嘉谟善政、典章制度与盛世气

象，深为后世统治者钦慕、取鉴和仿效。五代十国时期君臣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
汉唐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广泛而切实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政治运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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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２０１０年主办的第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的主题即为 “延续与断裂：
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参见姜良芹、宋莹： 《延续与断裂：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
迁——— “第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学术评述》， 《史学集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随后在
《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刊发系列论文专题讨论，正如 “编者按”所言：“延续与断
裂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体现。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有助于
揭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规律性。”
《新五代史》卷７１ 《十国世家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７３页。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４９３页；范文澜：《中
国通史简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５８页。
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１９７页。
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４、１３８页。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
第８１页。
戴仁柱：《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刘广丰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
第１页。
中国古代政治场域中的 “故事”内容广泛，包括为后世引为先例的言辞、行为、礼仪、
制度、处事原则以及施政精神等。参见邢义田：《从 “如故事”和 “便宜行事”看汉代
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



五代十国政治中为何要谈论有关 “汉唐”的话题？统治者怎样借由汉唐故事来解决
政权的制度性延续？汉唐故事对五代十国政治的凝塑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认同汉

唐对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 “断裂”走向整合的连续性特征有何意义？本文对此
做一些探讨，以期为加深五代十国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提供一个新视角。①

一、“绍汉”与 “慕唐”：政权合法性溯源

认同和接续汉唐统治，是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在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的共同策略。

五代十国，干戈纷攘，政权更迭频繁。当时政权递嬗形式多样，或血战图霸，或借
外族兵力自立，或起于草莽乘乱而兴，或以禁军夺权。无一例外的是，武力成为政
权建立和维护的保证。时人所谓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② 即是最直白的表
达。在此背景下，各政权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为政治动员和收摄人心的目的，

选择从 “天命”等角度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③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攀附汉唐帝王或
名臣为远祖，将其政权合法性的源头追溯到汉唐，表明其继承汉唐统治的政治含义。

建立后梁的朱温以流寇起家，却追溯名臣为祖，称其先为 “舜司徒虎之后”。④

开平元年 （９０７）四月，朱温下诏改名：“汉帝询、衎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
二名而更易。”朱温改名为 “晃”，意在宣示 “日光显契于瑞文”。诏令用典既是修辞
表达之需要，此外其借助西汉宣帝、平帝改名的 “先王令典”，⑤ 也蕴含着为重立
“新名”和新政权的开启寻求历史依据之用意。

从汉唐故事中寻找政权建立的源头，这在沙陀三王朝的合法性论述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后唐创建者李克用，系出自代北集团的沙陀族。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沿用
唐天祐年号，标举 “中兴唐祚”⑥ 的旗帜与后梁争雄，同时利用东汉 “中兴”的历
史资源。同光元年 （９２３）十月，后梁被灭，己丑庄宗李存勖制曰：“缵业承基，光
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⑦ 庄宗标举光武诛新莽之事，挖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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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有关五代十国正统观等研究中对此有所关注，参见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
史观》，《唐研究》第１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方震华：《唐宋政治论
述中的贞观之政———治国典范的论辩》， 《台大历史学报》第４０期，２００７年；方震华
撰：《正统王朝的代价———后梁与后唐的政权合理化问题》，尹承译，《宋史研究论丛》
第２３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旧五代史》卷９８ 《安重荣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３０２页。
参见王美华：《皇帝祭天礼与五代十国的正统意识》，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旧五代史》卷１ 《梁太祖纪一》，第１页。
《旧五代史》卷３ 《梁太祖纪三》，第４７页。
《旧五代史》卷３１ 《唐庄宗纪五》，第４２６页。
《旧五代史》卷３０ 《唐庄宗纪四》，第４１５页。



“中兴景命”的意义，宣示新王朝 “再造王猷”的使命。此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宫玄
元皇帝殿前枯桧再生，臣僚画图以进：“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
禄山僭号萎瘁。玄宗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① 在臣僚的比附叙述
中，桧树枯荣与李唐王朝兴衰紧密相关：高祖建唐 （枯桧重华）—安禄山僭号 （桧
枝萎瘁）—玄宗归京 （枝叶复盛）。照此推衍，此次枯桧再生新枝，将预示大唐再
兴。于是，庄宗诏曰：

当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应皇家再造之期，显大国中兴之运。同上林仆柳，

祥既叶于汉宣；比南顿嘉禾，瑞更超于光武。②
“上林仆柳”是汉宣帝中兴的征兆，“南顿嘉禾”是光武中兴的祥瑞。此次枯桧再生
新枝，被庄宗赋予唐室 “再造”和 “中兴”的含义。李存勖称帝后，于晋阳创 “中
兴宗庙”，追尊父祖三代为帝，与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并为七庙，③ 表明其为
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其称帝过程中反复强调 “中兴唐室”的意义，诚是凝聚人心的
良策。同光二年二月己巳，庄宗在洛阳祭天，这是其政权正统性的公开展示。史载，

这一盛大礼仪景象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感染力，“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
礼”。④ 通过此举再现大唐风采，其慑服人心之用意昭然若揭。
借助契丹外力称帝的石敬瑭，自我标榜为汉唐名臣后裔。石敬瑭曾称，“本卫大

夫碏、汉丞相奋之后”，唐元和年间四代祖璟自灵武入附，受到宪宗嘉奖，日渐强
盛。⑤ 石敬瑭将其出身上溯到西汉名臣石奋，再经唐室褒奖的石璟。为沙陀族的政
权建立者构建渊源有自的祖先谱系，这是后晋肇始于汉唐的一个历史注解。

后汉高祖刘知远，追溯汉朝皇帝为远祖。刘知远自称为 “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
王昞之后”。⑥ 在出身沙陀族的刘知远心目中，认同东汉王室对其统治有重要的意
义。另一记载称，刘知远 “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⑦ 言外之意，新
政权是两汉的接续。天福十二年 （９４７）六月，刘知远定国号为 “汉”，“克嗣炎精，

遐追雍、洛之宏规，仰仗高、光之盛烈”。作为王朝关键的政治符号，刘知远标举
“汉”的旗号，以继承汉朝火德的名义宣示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天福十三年，刘知远
改元 “乾祐”并诏称：“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泽
润生民，庆流长世。”诏令中的 “艺祖神宗”，即汉高祖刘邦，刘知远追溯其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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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五代会要》卷１２ 《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０３页。
《旧五代史》卷３０ 《唐庄宗纪四》，第４２２页。
参见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３１ 《帝王部·奉先四》，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１４—３１５页。
《旧五代史》卷３１ 《唐庄宗纪五》，第４２８页。
参见 《旧五代史》卷７５ 《晋高祖纪一》，第９７７页。
王溥：《五代会要》卷１ 《追谥皇帝》，第１１页。
《新五代史》卷１０ 《汉高祖纪》，第１０２页。



源头，最终谋求 “扬列圣之耿光”。隐帝即位制书中亦称 “袭有汉之耿光”，① “袭”

者乃因袭、接续之意。后汉亡后，刘崇以 “本朝沦亡，绍袭帝位”② 为由建立北汉，

继续以汉室后裔名分自居。

后唐、后晋、后汉在政权合法性构建和宣传中，着意淡化其统治者出身沙陀部
族的 “夷狄”色彩。他们通过攀附汉唐之举措，以此表明新政权接续在此之前的中
原汉唐王朝的统绪。戴仁柱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研究所见，其一生从一个草原战
士，转变为一个代表中原农耕文明的皇帝。③ 通观沙陀三王朝攀附汉唐的做法，背
后同样蕴含着将出身异族的统治者塑造为中原皇帝的深刻含义。

借助故事的讲述，分裂割据状态下的南方诸政权统治者也将他们称帝与汉唐联
系在一起。其中追溯汉室的有南汉与马楚。史载，南汉高祖刘岩 （龑）“妄称汉室遗
宗”。④ 此处之 “妄称”，实是偏踞岭表的南汉为政权合法性构建进行的政治攀附。

刘岩去世后，其 《哀册文》特别强调南汉与汉朝的渊源关系。册文 “符卯金而叶运，

绍斩蛇之开基”，从 “卯金”符谶和刘邦挥剑斩蛇的神迹说起，将之作为南汉建国的
源头。册文又称 “丰沛建旗，南阳倔起”，历经光武中兴的曲折，最后落脚到现实中
的 “龙飞绍汉”。⑤ “绍汉”二字，将其接续汉朝统治的用意一语道破。

马楚之主马希范，以东汉马援为英雄祖先。史载，马希范讨伐溪州洞蛮，蛮人
“以五州乞盟，乃铭于柱。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 （马）援之后，故铸铜柱以继之”。⑥

铜柱铭文称：

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铭曰：“金人
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绪绵远，则九九百年
之运，昌于南夏者乎？⑦

被马希范称为 “我烈祖昭灵王”者，乃东汉开国名将马援。马援平定交趾，曾于其
地立铜柱为纪念。马希范将其讨伐溪州与马援事迹糅合在一起，“昌于南夏”乃马氏
称帝的预言与证明。马氏再立铜柱 “以继之”，将其统治的起源追溯到东汉。

南唐、吴越和前蜀等，构建源自李唐的出身。南唐开国者李昪，本为杨吴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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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０页。



徐温养子，“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① 李昪践祚后，即以中兴唐室为志
向，下诏称 “今唐祚中兴，与汉颇同”。② 关于其出身，李昪 “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
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立唐高
祖、太宗庙”。③ 对此史书还称：

（李昪）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命有司检讨二王苗
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昪曰：“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有司请以三十年
为一世，议后始定。④

李昪世系破绽百出，君臣的弥缝颇费周章，目的是为其贴上出身唐室正统的标签。

吴越钱镠于乱世中靠军功起家，在其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构建起与唐代功臣相关
联的世系。时人称，钱镠乃 “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公九陇八代
孙”。⑤ 钱九陇乃唐朝开国元勋，后陪葬高祖献陵。关于钱九陇与钱镠的关联，时人
曰：“昔武德初，巢国公为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载，其裔孙复为定乱安国功臣，

岂偶然哉！在我朝之创业也，有巢国公佐焉；其中兴也，有彭城王辅焉。”⑥ “彭城
王”即钱镠。钱九陇为唐室佐命创业，指向其孙钱镠 “中兴”的必然性。前蜀的建
立者王建也认同唐室。史载，唐朝灭亡，传国玺埋于蜀地，后有人 “穿地而得之，

以献”。⑦ 传国玺是国祚传承的重器，其归属乃继承正统的象征。王建曾下令于上清
宫画唐代二十一位帝王像，⑧ 同样属于绍续唐室的政治宣传。

关于政权起源的论述，是说明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一端。在政治动荡和干戈纷争
中，李克用、刘知远、石敬瑭借用汉唐资源，打出 “称汉室”或为汉唐名臣后裔的
旗号，为沙陀君主进行皇权渊源有自的合法性宣传。南方刘岩、王建、李昪、钱镠、

马希范等，虽 “起于厮役”（李昪）⑨ 或 “家世田渔”（钱镠）瑏瑠 等，在称帝图霸中
却构建源自汉唐 “庆绪绵远”的出身。如此举措之下，身为 “夷狄”的统治者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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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汉唐王朝攀上了亲缘关系，有助于统治中胡汉冲突的消解。① 出身武将、庶族和
下层的政权建立者，借此拥有了汉唐王朝继承人的正统身份，来增强政权的凝聚力
和号召天下。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来看，“好古”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运行中，当政局处于危急时刻，统治者以追溯往事的方式来处理当下
的难题，以之用于建立新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信念。②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选择
以汉唐为政权的源头，将当下与一统的盛世接续起来，形成一个没有断裂的谱系。

在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合法性构建中，汉唐是 “源”，五代十国是 “流”，历史从汉唐
到五代十国并未中断，而是一脉相承。换言之，在五代十国各自为政的时局下，在
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另起炉灶，而有着一致之处，即接续汉唐。上述 “绍汉” “慕
唐”的举措，为五代十国的统治确立了一个源自汉唐正统的开端，其最终目的在于
说明，当下的统治与汉唐前后相继。

进而言之，五代十国借由 “汉唐故事”进行政权的合法性建设，具有历史 “长
时段”观察的意义。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权合法性塑造
中，统治者汲汲于奉天承运的天命、星象与祥瑞营造，或诉诸 “五德终始”的阐释，

或借助佛道等宗教神迹的力量。③ 这可概括为 “天命营造型”合法性构建。其间，

政治博弈中的成功者基于靠实际武力建成政权的既定事实，进行人力竞逐层面的论
述。④ 此为 “成王败寇型”合法性构建。与这两种类型相比较，五代十国统治者攀
附汉唐的做法，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与汉唐王朝一脉相承的历史溯源叙述之上，有
别于依赖天命、祥瑞、宗教以及 “五德”轮替解说等惯常路径，对时人而言更具直
接的现实指向和吸引力。我们可将之称为 “历史溯源型”的合法性构建。五代十国
政权固然是在军事征服中产生，但要建立合法和长期稳定的统治，还要依靠民众对
政权的认同意识。以 “历史溯源”的方式进行政权正统性构建和意识形态宣传，将
当下的统治与并不遥远的治世接续在一起，更具政治感染和凝聚作用，“人胥悦服”

此之谓也。在正统性构建中，与祈求天命、诉诸武力相比较，“历史溯源型”为新政
权找寻历史起点，带有鲜明的理性因素。从 “天命”到 “人力”，再到溯源 “历史”

的演进中，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构建中人文精神的不断彰显。学者的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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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至宋代，受儒学复兴等影响，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逐渐走
向式微和终结。① 五代十国通过溯源汉唐进行政权合法性构建，正处在中国古代政
治文化变化的关键环节，显然有其突出的时代特色。

二、“并遵故实”：因袭汉唐与制度重建

在五代十国的制度重建中，因袭汉唐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从制度层

面观察五代十国接续汉唐统治体现出的历史连续性。五代十国政局动荡，既有的秩
序受到冲击，“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② 逐步恢复重建破坏废
弛的制度是走出困境的迫切需要。在摸索前行中，五代十国统治者仿效、恢复乃至照
搬汉唐制度的旧例，以期实现政策的延续和统治的稳定。

取法旧章，是确保统治稳定的重要策略。朱温称帝，虽然从政治上完成了对唐
室的革命，但如何维持统治，却不得不依赖旧有的制度资源。朱温受禅改元就称：
“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
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③ 选择 “但遵故事”而不是大张旗鼓地革
故鼎新，有助于新旧交替之际政权的稳固和各项政策的延续。

五代十国割据政权之下，政务的展开往往依赖汉唐行事的惯例。《新五代史》记
载的一则 “唐故事”，值得仔细分析：

（永平二年）五月，梁遣光禄卿卢玭来聘，推 （王）建为兄，其印文曰 “大
梁入蜀之印”。宰相张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 ‘大唐入某国之印’，

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杀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
过尔，不可以绝两国之欢。”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将作监李纮吊之，遂刻其印文
曰 “大蜀入梁之印”。④

我们看到，后梁 “大梁入蜀之印”，在前蜀君臣依据 “唐故事”的解读下，这是后梁
为正统而视前蜀为 “夷狄”的证明。此事几乎引发两国更激烈的冲突。时人所言
“有司之过”，实则是有司根据 “唐故事”的有意为之。时隔不久，前蜀借吊唁朱温
之机，通过 “大蜀入梁之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挽回了颜面。前蜀之举
措，显然是再次有意借用 “唐故事”的支撑。后梁和前蜀的外交活动与礼仪，共同
依赖和认可的却是 “唐故事”。在此意义上，“唐故事”是时人处理政事的制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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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则 “不知唐故事”的记载：
（后唐）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知

书，奏读多不称旨。孔循教重诲求儒者置之左右，而两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
置端明殿学士。①

君主 “不通文字”，臣僚 “不知唐故事”，直接影响到政务的展开。换言之，“知唐故
事”是朝廷处理政务的必要条件。此事的另一记载称：“因唐室侍读之号，即创端明
学士之名。”② “唐故事”成为政务运行的依赖，也是新政权之下新制度创设的缘起。

五代十国时期，还有系统性 “抄写”和恢复汉唐政治惯例的设想与举措。后唐
长兴二年 （９３１），宰相李愚针对兵革方兴、天下多事的繁杂政务，“欲依古以创理”，

具体而言，就是 “颁 《唐六典》示百司”。③ 我们可从明宗诏令中窥其概貌：

令百司各于其间录出本局公事，巨细一一抄写，不得漏落纤毫，集成卷轴，

仍粉壁书在公厅。若未有廨署者，文书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写
录一本披寻。或因顾问之时，应对须知次第，无容旷阙……宜令御史台遍加告
谕催促，限两月内抄录及粉壁书写须毕。④

诏令要求百司官员依照 《唐六典》规定，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行事次第等逐一分
类抄写，并将之书写告示于州县府衙墙壁上；新官到任后，须亲自抄录一本；对此，

御史台予以监督检查落实。朝廷的初衷，是希望每个政府官员熟悉政务运行的具体
内容和程序，以指导具体行政决策。照此举措，新政权下的官员通过 《唐六典》的
抄录与学习，养成处理政务的能力。换言之，新政权之下的政务实际上 “照抄”旧
例得以运行。时人所言 “依古以创理”，保证了政策和政务在新政权下的延续。

倘追究五代十国诸多制度的设置缘起和具体运作，往往看到因袭汉唐的影子。

延英殿召对的恢复，就展现出 “故事”在制度重建中的意义。在后唐清泰二年
（９３５）七月的一次朝会中，宰臣上疏：

（肃宗）每正衙奏事，则泛咨访于群臣；及便殿询谋，则独对扬于四辅。自
上元年后，于长安东内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议，圣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
上闻。⑤

延英殿召对宰相商议军国大事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臣僚等回顾唐肃宗延英殿设
置缘由和君臣奏对的具体细节，回到现实政治中，“请复延英之制”。具体而言：

俯循故事，或有事关军国，谋系否臧，未果决于圣怀，要询访于臣辈，则
请依延英故事，前一日传宣。或臣等有所听闻，切关利害，难形文字，须面敷

·４９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新五代史》卷２８ 《赵凤传》，第３０８页。
王溥：《五代会要》卷１３ 《端明殿学士》，第２２５页。
《新五代史》卷５４ 《李愚传》，第６２２页。
《旧五代史》卷１４９ 《职官志》，第２０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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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请开延英。

朝臣建言的核心就是 “循故事”“依故事”。对此皇帝下令 “切思遵守”，具体仪制等
依照肃宗旧制展开。① 诏令明言 “遵守”唐代旧制，又能做到因事因时制宜。对于
制度的恢复和损益，“故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翰林学士制度的运作，多效法唐代旧例。后唐清泰元年，卢文纪上奏：“臣思德
宗初置学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盖献纳论思，朝夕延问。”唐德宗时设立翰林学士，

为君主草拟文书和参谋决议。卢文纪建议 “召学士谏官询谋政道，俾献谠言”，此奏
得到朝廷采纳，令有司依奏执行。② 后晋天福五年九月，朝廷将翰林学士公事并归
中书舍人，诏令先征引 《唐六典》关于中书舍人的职掌规定，进而指出： “事从师
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③ 后晋的制度运作，特别强调 “旧贯”和 “前规”的作
用。在 “师古”这一效法前朝故事的语境下，现实政策得以展开和延续。前蜀对翰
林学士尤为重视，王建称其 “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

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④ 由于前蜀重视对唐制的袭用，以致 “典章文物有唐之遗
风”。⑤ 所谓 “有唐之遗风”，正体现出制度运行中的连续性。

马楚天策府和十八学士设置，直接效法唐制。后梁开平四年，马殷 “请依唐太
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属，后朱温以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
士。⑥ 天福七年十月，马希范亦仿效唐太宗建天策府，任用僚属十八人为学士。⑦

天策府十八学士的设置，是政治情势之产物，“依唐太宗故事”的说辞，使其设置渊
源有自，更具权威意义。

在律令、礼乐的规定和具体执行中，循用汉唐之例俯拾皆是。天成元年 （９２６）

九月，后唐诏令 “行本朝之旧章”，以开元二十五年以来的 《律》《令》《格》《式》

与 《编敕》并行，⑧ 此后后晋、后汉、后周相承不绝。周世宗时，窦俨针对典章制
度繁乱之状指出，唐代的 《开元礼》《通典》《会要》乃 “圣教经制，国之大综”，因
此建议 “依 《唐会要》所设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令编次。凡
关礼乐，无有阙漏。《开元礼》《通典》之书，包综于内，名之曰 《大周礼》”。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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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 《大周礼》就是唐代制度条文和故事的一个集成。① 士庶百姓日常生活中，同
样延续唐代礼仪。史载，后唐明宗曾诏令刘岳等对 “杂以当时家人之礼”的唐代 《书
仪》予以增损删定，从效果来看， “公卿之家，颇遵用之”。对此，欧阳修称赞明宗
“能有意使民知礼”。② 这也让我们看到日常礼仪领域中汉唐故事传播和接受的情况。

官员荐举与管理等多依汉唐旧例。后唐时，刘鼎上 《请依故事荐人自代疏》，此
处所言的 “故事”，特指唐德宗建中元年 （７８０）正月 “中外文武臣僚，授官上任后
三日，举一人自代”的规定，朝臣建言将此恢复施行。③ 后汉乾祐元年 （９４８），刘
知远下诏，“应内外常参官，宜准唐建中故事，上任后三日，表举一人自代”，④ 也
是照搬建中旧例举荐人才。

在地方治理中，效法汉唐制度者甚多。后唐明宗时，孔庄上奏：

臣闻汉宣帝云：“与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国家每择郡牧，

惟赏军功。虑于治民，未尽其旨……愿留天眷，俾慎择焉。⑤
“二千石”是汉代地方郡守的通称。孔庄援引汉宣帝故事，针对现实中地方官员治民
“未尽其旨”之弊。时人称颂：“宣宗知民间之事，则曰共理者其臣惟良；唐太宗为天
下之君，且云刺史乃我当自择”，⑥ 意在借助汉宣帝、唐太宗旧事，希望统治者重
视地方官员的选任。时人还建议奖励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以 “粃糠大汉，

回复皇唐”。⑦ 后唐清泰元年，臣僚等上奏称，唐朝于十道置采访使一员，建议朝
廷 “请如旧制”遣使巡行地方。⑧ 周世宗的地方整饬，仿效唐朝元稹在同州 《均田
表》的做法编制 《均田图》，遣使赴各地均定田租和查实隐匿耕地等，效果明显。⑨

科举中延续唐制，更为普遍。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姚洎上奏恢复科举，认为
“近代设文科、选胄子”以为邦本。此处所谓 “近代”即为 “唐代”。五代的科举仪
制、科目等时有变动，但基本承袭唐制而行，正如 《旧五代史》所言： “洎梁氏以
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瑏瑠 五代科举之制，依旧为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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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辙”，言之凿凿。十国政权亦仿唐制取士，南唐设科取士，“略用唐故事”。① 南汉乾

亨四年 （９２０），设立学校，置选部贡举进士、明经，“如唐故事，岁以为常”。② 史

载，前蜀王衍选拔贤才仰慕汉唐，“炎汉致治，始策贤良；巨唐思皇，爰求茂异”。③

科举中延续唐制的具体情形，学术界已有深入讨论，不再赘述。④

五代十国制度建设中因袭汉唐故事，不胜枚举。翻检 《册府元龟》《五代会要》

《全唐文》中的五代十国诏敕、奏言等，有关 “请依西汉祖宗故事”⑤ “依准两汉故

事”⑥ “宜依唐礼施行”⑦ “依 《开元礼》施行”⑧ 等表述，反复出现。其中所涉及

的，既有设官置吏、祭祀朝会、外交仪式等，也包括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等，不一

而足。诏令、文书中的程式化表达，正是政治施为中依赖和因袭汉唐制度的证明。

史称： “五季承唐之后，虽兵戈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⑨

对唐朝典章的 “持循”，确保了动荡时期制度的重建和政策的延续。关于五代十国
“政治延续”问题，毛汉光从统治集团演变的角度指出，“很显然地有一个官僚体系

默默地推行政治事务，列朝君主均无意拆散这个体系”。瑏瑠 从制度重建来看，对汉唐

制度的因袭是这一时期 “政治延续”的重要保障，使朝廷施治走向有序运转的轨道。

可以说，五代十国的制度架构就夯筑在汉唐旧制的基石之上，在制度层面五代十国

与汉唐前后相承连续在一起。

三、走向 “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与效法

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和效法，是五代十国政权自我定位为汉唐继承者的反映。

五代十国君臣关于汉唐故事的讲述，挥之不去的是现实的焦虑和对天下太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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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将汉唐治理作为理想政治的典范，其具体内涵特别指向帝王的德政和仁义、崇
尚儒学的文治、为政者慎终如始以及帝王纳谏等数端。汉唐统治典范的形塑直指动

荡不安的当下，引导五代十国君臣思考如何走出困境，谋求再续汉唐一统。

统治者在政治场域中援引汉唐故事，就是从中寻求值得效法的榜样，将之视为
“帝王之道”的是后周建立者郭威。史载，后周广顺元年 （９５１）十月，宰臣王峻向
太祖郭威进献 《大宝箴》《惟皇诫德赋》二图。《大宝箴》为唐人张蕴古所作，其目

的在于 “讽帝以民畏而未怀”；谢偃的 《惟皇诫德赋》，乃 “规帝成功而自处至

难”。① 王峻献图，有着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镜鉴之用意。对此，郭威专门下诏：

究为君治国之源，审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尽在于兹，辞翰俱高，珠
宝何贵！再三省览，深用愧嘉。其所进图，已令于行坐处张悬，所冀出入看读，

用为鉴戒。②

皇帝看中的，是蕴含于图中的 “帝王之道”。对统治者来讲，前朝的 “前言往行”中

包含着深刻的治国之道，这是 “为君治国之源”。郭威将之张悬于行坐之处，便于随
时看读，更是为其树立有志于 “帝王之道”的形象。前文提到前蜀王建认同唐室，

在其影响下，太子王宗懿亲书 《太宗文皇帝帝范》，令刻石立于成都各处。③ 《太宗

文皇帝帝范》即唐太宗李世民所撰 《帝范》十二篇，被誉为 “帝王之大纲”。④ 太子

亲书 《帝范》，意义不同一般，朝廷下令将之刻石立于地方，就是让臣民 “观看”。

王建父子之举，将 《帝范》所体现的统治树立为一种政治典范。后晋时，薛融上疏
石敬瑭称 “汉文帝，古之圣主也”，其罢修露台等 “为千载之美谈，作百王之懿

范”。⑤ 将汉唐统治作为衡量现实政治施为的准则，“懿范”二字，可谓点睛之笔。

德政是理想政治的核心，也是实现天下治理的关键所在。五代十国君臣在有关

前朝治理的解读中，多聚焦于此。《旧五代史》载：
（后唐）闵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延访学士读 《贞观政要》

《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⑥

《贞观政要》是贞观一朝君臣嘉言善政的记录，《太宗实录》是李世民治理典范的呈

现。闵帝以唐太宗为师法的对象，使臣下读 《贞观政要》与 《太宗实录》，其要旨在
于 “志修德政”，君臣期冀改造现实政治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五代十国时期攻伐征战

不断的背景下，时人深挖 《贞观政要》中的 “德政”因素，以汲取汉唐 “故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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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于当下统治的经验。史书记载后汉隐帝君臣关于 “修德”的讨论：

帝自关西平定之后，稍生骄易，然畏惮大臣，未至纵恣。尝因乾象差忒，

宫中或有怪异，召司天监赵延 讯其休咎，延 对以修德即无患。既退，遣中

使就问延 曰：“何者为德？”延 劝读 《贞观政要》。①

对于皇帝不知 “何者为德”的发问，臣下劝其读 《贞观政要》。在臣僚看来，《贞观
政要》中蕴含着帝王 “修德”的要义，依此而行，是为修德之道。对汉唐统治中
“德政”因素的表彰，映照出五代十国现实统治中严刑峻法的大行其道。臣僚的建

言，既是对统治者 “骄易”言行的委婉警示，也为帝王提供了一个为政的样板。

与德政紧密相连的是仁义，这是五代十国用力彰显汉唐统治典范的方面。后周
显德时杜良曾撰 《唐文皇画像记》，特别强调唐太宗统治中 “仁义”的重要性。他对

唐太宗治理天下的解释是：“太宗于闾阎疾瘼，干戈勤劳，且尽知之。于仁义之治，

兴太平极治之功。”② 这即是说，天下太平是实行仁义之治的自然结果。五代的郑艺

曾称： “臣尝读唐书，窃睹太宗每以为将致治平，必先仁义，得贤则理，失人则
危。”③ “将致治平，必先仁义”，这是实现太平治理的必要前提。凸显唐太宗统治中

的 “仁义”，恰是时人对现实中动乱政局不满的反映。

在汉唐政治典范的形塑中，时人突出强调 “文治”的重要性。五代十国，武人

跋扈，文士偃蹇，与汉唐振兴儒学、发展文教的 “文治”景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时

人有意标举汉唐 “文治”的举措并以之为参照，推动朝廷振兴儒学和发展文教。后
唐长兴三年，冯道等上奏：

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

刊立。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

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④

在时人看来，东汉 《熹平石经》与唐朝 《开成石经》乃前朝振兴儒学之 “经典”。对

冯道等援引汉唐崇儒的建言，明宗下令刻印并广颁天下，使 “儒教大行”。⑤ 借汉唐

典故晓谕今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前蜀后蜀亦标举唐朝 “以文为事”的旗号来振兴儒学。史载，王建在开国伊始，

便 “令有司约故事”，崇文兴儒， “兼诸州应有旧文宣王庙，各仰崇饰，以时释奠，

应是前朝旧制”。⑥ 唐朝 “旧制”，成为朝廷恢复地方学校与孔庙的历史参照。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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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重视儒学的举措，史载：“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
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 《九经》，又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①

后蜀在兴文教中举出 “僭袭唐轨”与 “绍汉庙学”以作为当下的模范。以上三例，

时人援引的是汉唐 “崇儒”和 “以文为事”的典故。他们特别强调其中 “深益于文

教”和 “以儒远人”的意义，潜台词是引导朝廷崇尚儒学走向 “文治”之道。

为政者慎终如始，是五代十国提炼出来的汉唐统治的典范之处。后唐长兴二

年，张昭建言明宗：“太宗贞观之初，玄宗开元之际，焦劳庶政，以致太平。及国

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约之道，或贻执简之讥。”在张昭看来，唐朝由盛转衰

在于不能坚持治理的有始有终，因此建言： “其创业垂统之规，如贞观、开元之
始，然陛下有始有终，无荒无怠。”对此建言，明宗 “览之称善”。② 关于为政者

的慎终追远，冯道也曾告诫明宗：“自贞观十年已后，魏徵等奏太宗曰：‘愿当如

贞观之初。’臣今亦愿陛下常思登极之初，则天下幸甚。”时人借助魏徵 “愿当如

贞观之初”之言，就是希望明宗 “恭修俭德，留心治道”，能做到为政终始如
一。③ 为政者的慎终如始是 “致太平”的重要保证，这对动荡离乱的五代十国的现

实导向意义既直接又及时。

五代十国君臣在有关汉唐治理的讨论中，帝王纳谏是一个重要话题。借助前朝

帝王纳谏的故事，臣僚谋求君主广开言路，以期实现政治升平。后唐末帝曾下诏曰：

朕常览贞观故事，见太宗之治理，以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
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无得而名。而陕县丞皇甫德参辄上封章，恣

行讪谤，人臣无礼，罪不容诛，赖文贞之弥缝，恕德参之狂瞽。魏徵奏太宗

曰：“陛下思闻得失，只可恣其所陈，若所言不中，亦何损于国家。”朕每思

之，诚要言也。④

唐太宗虚心纳谏，乃贞观之治中为人称道之处。有意效法唐太宗的末帝，“常览贞观

故事”，其向往的是盛世治理之下的 “升平之运”和朝政的 “尽善尽美”。史载，石

敬瑭曾召百官上书言事，然进言者寥寥。对此石敬瑭极为不满：“食禄于朝，卒无一

言。可不知 《贞观政要》说： ‘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⑤

石敬瑭举出唐太宗故事，显然有效法贞观之治的用意。后周显德年间，蔡州布衣孙

庸 “引唐贞观所行事，以魏玄成自况”，写成 《赞圣策》进献，得到周世宗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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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① 布衣献策，实则是对帝王施政和走向治世的期盼。

汉唐政治典范在现实统治中发挥着导向作用。以汉唐统治为治国典范的五代十

国君臣，在日常的施政中，对太平和一统的治世孜孜以求。欧阳修记载后唐明宗李

嗣源之事就尤为典型：

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

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藩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

早生圣人。”……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②

前文提到，明宗君臣围绕贞观之治的谈论，实则是以唐太宗为偶像的表露。明宗明

了其所处 “乱世久矣”的窘境，尽管如此，仍然有 “有意于治”的抱负。汉唐治世

作为统治的典范，对时人而言是艰难探索中谋求新秩序的一束亮光，坚定了他们走

出混乱和动荡的信心。有意效法唐太宗的周世宗柴荣，在进攻北汉、军心不稳之时

称，“吾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皆亲征”。③ 此战大获全胜，其中柴荣效法唐

太宗的精神激励格外醒目。在五代十国臣僚劝诫行为中，汉唐故事频频出现。史载，

后蜀臣僚曾以 “再睹有唐贞观之风”为辞，劝谏孟昶放弃淫逸的行为。④ 对此，孟

昶也摆出效法唐太宗的姿态： “吾见唐太宗初即位，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皆见嘉

纳，奈何劝我拒谏耶！”⑤ 以暴虐出名的闽景宗王延曦，臣僚切谏 “陛下似唐太宗，

臣为魏郑公可矣”。⑥ 其表达规范统治和匡正时弊之意很明显。

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武人强权统治是五代十国谈论汉唐故事的直接背景和出发点。

五代十国君臣对汉唐政治的解读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他们标举汉唐旧例为政治的
“懿范”，将之视为现实施政的楷模，以期发挥对当下统治的导向作用。“五代之乱极

矣”，⑦ 汉唐统治则是治世的典范，二者的对比极为鲜明。遭遇困境的五代十国君民

对汉唐治世有着热切的向往，他们从汉唐统治中总结和提炼出的 “德政” “仁义”

“崇儒”“文治”等，承载了深陷乱世中时人的政治理想。五代十国君臣言辞中反复

出现的 “德政”“仁义”“崇儒”“文治”等，实则是现实政治场域中最为稀缺的。统

治者念兹在兹的是，于动乱分裂中恢复汉唐统治的精神和美德，并以此为准则，来

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对汉唐统治的种种推崇和颂扬，并不是五代十国时人的终极意

图。通过对汉唐典范的讲述、形塑和效法，他们竭力拉近与汉唐统治的距离，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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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作为有意地纳入这一前后相继的链条之中，为当下确立一个走
向汉唐的施政方向。要之，五代十国君臣的政治目标是再续汉唐一统之治世。

需要说明的是，与借鉴和效法汉唐故事的说法同步，在五代十国实际政治施为
中，统治者将汉唐故事的精神和理念付诸实践，包括实行如上所言的制度重建、德
政、仁治等。经过政局跌宕的阵痛和艰辛摸索，走向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时至后
周统治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如推崇文治、实
行德政、轻徭薄赋以缓民力、发展科举等，一统天下的步伐渐次展开。北宋初年太
祖、太宗时期，正式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政治场域中讲述和效法 “汉唐故事”

继之而起。之后的历史正如学者研究所示， “比隆汉唐，始终是深藏宋人心中的追
求”，① “汉唐故事”的讲述和效法蔚然成风。从神宗朝在恢复 “汉唐旧疆”话语下
的开边拓土，② 到高宗效法 “光武故事”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等一系列举措，③ 将
“汉唐故事”代代延续下去。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汉唐故事在五代十国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广泛而切实的影响。在五代十国
时期，汉唐旧例被不断地讲述、效法和取鉴。时人援引的汉唐故事，有的是事实本
身的客观叙述，有的是时人对过去的回忆，还有的是结合现实需要有意挑选出来并
作出有利于统治的解读。五代十国频频出现的汉唐故事，有助于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构建和人心动员，在制度重建中有效地维持着统治的运行，作为理想统治的典范起
到政治导向的作用。

第二，汉唐故事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下维系历史连续的潜在力量。聚
焦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断裂和延续问题，王赓武１９５７年撰写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
的权力结构》，④ 突出强调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连续性。从长时段来看，五代十
国将汉唐时代所积累的制度文明与秩序资源得以保留和延续发展。本文所述的汉唐
故事，就是这一时期从破坏走向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援引汉唐故事，是五代十国离乱政局中人心思治的投射。在多渠道的政治宣传
和历史叙述中，五代十国政权的合法性源于汉唐，其制度框架基于汉唐旧例重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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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最终施政目标也指向汉唐统治典范。汉唐故事在五代十国出现的场景和具体
性质各不相同，看似驳杂琐碎却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对汉唐统一王朝治理精神的追
念、推崇和认同。汉唐故事寄托着时人走出乱世的理想，体现出走向统一的政治导
向。从政权的合法性溯源到统治制度的重建，再到朝廷施政方向的确立，汉唐故事
对时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可以说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共享着相同的思想和历史资
源。在此意义上，五代十国乃是汉唐时代统治精神的自然延续。

从汉唐故事凝塑五代十国政治的案例，也可窥见历史记忆对国家认同的复杂作
用。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一是体现于对在位君主的忠诚，二是被聚焦于维持着
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三是对超越了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
集体记忆与政治追求的意识。“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①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形塑政治共同体的基石。
“汉唐故事”就是根植于中国本土历史和文化资源中的一种共同记忆。本文所关注的
五代十国时期，固然存在对梁、唐、晋、汉、周等各自君主和王朝认同的事实，若
放宽观察历史的视野，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的认同汉唐
故事的政治共同体。五代十国在正统性构建、制度重建和确立施政方向诸多方面，

均指向对汉唐故事的解说和依赖。作为不同政权和利益群体 “共同”历史记忆的
“汉唐故事”，是时人应对危机走向一统的内在因素。这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政治
认同，作为分裂变动中保持不变的核心精神，从而将不同的力量熔铸于一体。基于
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意识，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源
所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遗产。

概言之，汉唐故事的反复讲述与效法，是五代十国对汉唐统一王朝政治遗产的
认同和延续。在改朝换代、兵戎不断这些显而易见的 “断裂”现象之下，认同和继
承汉唐统治这一点却贯穿于五代十国始终。汉唐故事如同黏合剂，将分裂的各种力
量潜在地聚合在一起，引导着五代十国走出离乱动荡。借由汉唐故事这一议题的观
察表明，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以认同和继承汉唐统治的特殊方式维持着历史的连续
性发展。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启发我们，认识历史发展中的 “断裂与连续”问题，

不能局限于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框架之中，而应深入到政治运行的
内在精神和理念层面。以此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责任编辑：张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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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故事与五代十国政治

①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追寻 “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
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１７—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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